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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
在中国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
--以GRI框架为指导


张梦真、祝慧喆、朱哲婷

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表和公众渠道报道出来的丑闻。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这些作为国际企业模范的跨国公司是否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报表，以及他们是否有隐瞒和挑选数据的行为。此研究发现了三大问题，1：跨国公司的CSR报告并没有完全遵守G3的标准，六个责任维度的指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2：中国与别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双重标准，3：在媒体平台曝光的丑闻，并没有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与中国CSR报告上有所提及。因此我们建议：1、跨国企业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时要增加第三方监督、公众信息测评。2、要严格按照GRI提供的规范性框架的标准，真正的带动国际企业和本土企业负责任的、客观的、完整的来执行企业社会责任，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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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7046222]第一章 介绍
自上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商对中国巨大的人才和资源市场日益关注，逐渐将产业链和分公司设立在中国。在此推动下，中国企业开始接受跨国公司实施的社会责任方面的工厂审核，同时，中国社会也逐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中国的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开始对社会责任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广泛地讨论，取得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初步成果。
跨国公司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绝大多数公司都依据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ICTI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y),WRAP(Worldwide Responsible Apparel Production)和ISO2006等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进行认证，自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积极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也按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表。
但是，近年来，大型跨国公司屡屡出现危害环境、破坏生态以及危害劳工安全等恶行和丑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社会对其是否严格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质疑和思考。比如，2011年7月，阿迪达斯工厂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检出含有干扰内分泌并影响生殖系统的环境激素类物质，污染中国长江以及珠江流域；2011年8月，北京128家肯德基、麦当劳被爆出严重缺乏无障碍设施，两家企业均是来自于美国的跨国上市公司，在美国需要遵守《美国身心障碍者法》，但在中国却未能遵守中国的无障碍规范，可见他们在原国和国外实行了双重标准。
跨国公司在中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主要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1：未能遵守既定的标准；2：在不同的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标准，例如在发达国家和中国实行了差异很大的双重标准。跨国公司的这种不负责任行为对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
本文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表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产生的相关新闻来研究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和发展。本文的研究能够促使企业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更好的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具体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1：有利于督促和规范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运作，加强中国市场的国际化并轨。
2：有利于鼓励企业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增强企业可信度，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更新或补充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认识，促进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4：提高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通过正当的途径合理的维护自身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提倡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中。
5：有利于引起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更好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行引导和监管，特别是针对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华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表和公众渠道报道出来的丑闻。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这些作为国际企业模范的跨国公司是否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制定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报表，以及他们是否有隐瞒和挑选数据的行为。本文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和发展，通过分析满足样本要求的4家跨国企业的现实数据，和研究这4家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履行效果，以此揭露了跨国企业不公正、不客观、有所筛选的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的客观事实，借此督促这些跨国公司要立马改变这些不负责任的形象，真正的带动国际企业和本土企业负责任的、客观的、严格的、完整的、自愿的来执行企业社会责任，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公民。
[bookmark: _Toc447046223]第二章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其发展
[bookmark: _Toc447046224]2.1 企业社会责任的背景
自从谢尔顿于1924年首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它在商业界，社会，政府和学术界等领域收到了强烈的争议和兴趣。在管理类文献里，这类问题的定义过于多样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很难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然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也有一个协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是持续并且有道德的经营生意，同时负责任地对待或者强调利益相关者的担忧。(霍普金, 2004; Panapanaan等, 2003).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定义的一个概念，它的原理早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开明的商业实践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负责任的企业概念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的“儒家企业家”，他们为了社会的繁荣，在追求收益的同时也兼顾诚信和承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并且有了显著的增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从欧洲和北美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于90年代中期，在“反血汗工厂运动”时期由跨国公司带入中国市场，这一运动即反对发展中国家供应链中的不合理状况。(Pun, 2003).近几十年来，由于臭名昭著的丑闻，涉及到安然公司世通，安达信，泰科国际，和Adelphia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当前全球化和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也更加重要。
[bookmark: _Toc447046225]2.2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
第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是由博文（Bowen）在他的 “商务人士的社会责任”中提出的，博文（Bowen）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追求恰当政策的义务，做出恰当的决定，(伊莱亚斯, 2004).1950s，企业社会责任追求履行社会义务。1960s，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考虑股东的利益，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进行了扩展。1970s，企业社会责任将三个同心圆和金字塔结构纳入到定义当中。1980s，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主题进行了再一次的补充，1990s，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内容都有了极大的充实，出现了可持续性，制度理论，企业社会责任2，企业社会责任3等主题，并对这些主题进行了再一次的选择。进入21世纪，企业社会责任从是什么转变到了怎样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具体演变见表一。
表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
	来源
	观点
	重点

	早先的企业社会责任

	Sheldon, 1924
	“天国建设的成本将不会在产业获利或者损失的账本中被发现,但会在每个人认真服务的记录里。”
	伦理管理

	Barnard, 1938
	分析商业环境中经济、法律、道德、社会和物理等要素。
	多重方面

	Simon, 1945
	单位、组织必须对社区价值观负责
	社区关系

	1950s:企业社会责任的开端

	Bowen, 1953
Heald, 1957
	组织必须对社会价值观负责
	社会义务

	Drucker, 1954
	“企业责任是追求这些政策的义务，做出这些决定，遵循被我们社会目标和价值观所认可的行为准则“
	社会义务

	Selznick, 1957
	经营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商业政策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义务

	1960s:定义的扩展

	Davis, 1960
	企业社会责任来源于他们所拥有的的社会力量
	公司立宪制度

	Friedman, 1962
	企业社会责任是增加他的收益
	股东利益

	McGuire, 1963
	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义务，对社会也有些确切的责任，（这些责任延伸到了这些义务之外）
	社会责任

	Walton, 1967
	“社会责任认识到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亲密,意识到当公司和相关组织追求各自的目标时，这种关系必须由高层管理人员牢记在心”
	企业责任的基本元素

	1970s:定义的增生

	Friedman, 1970
	对经营者来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因此和利益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
	代理理论

	Johnson, 1971
	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家或者经营者是第二种类型的实用型，他不仅对他自身的行为感兴趣，也对他企业的成员和周围的市民感兴趣
	效用最大化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CED), 1971
	三个同心圆
	改变商业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

	Sethi, 1975
	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和社会响应
	公司的社会表现

	Frederick, 1978
	指的是一个企业应对社会压力时的能力，强调了社会反应过程
	企业的社会反应

	Barry, 1979
	商业道德是“在商业的内容中研究正确和错误、责任和义务、道德规范，个人特征和责任”
	商业道德

	Carroll, 1979
	围绕经济，法律，道德和企业愿意执行的责任，社会在一定点建立了组织
	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结构

	1980s:补足主题

	Jones, 1980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中构成的群体而不仅仅是股东有义务，并且超越了法律规定或工会合同
	社会义务

	Freeman, 1984
	组织不是仅仅对他们的股东负责，也要平衡其他参与人的利益，他们可以影响组织活动或者被组织活动影响
	股东的方法（道路）

	Wartick and
Cochran, 1985
	他们将CSP（企业社会绩效）划分为原则，过程，政策：社会责任是一个比较小的原则，社会反应是动作导向的进程，还有在一个政策中的过程管理
	CSP

	Moser, 1986
	企业社会责任= 法律、意图、主要的信息、效率
	CSP

	Epstein, 1987
	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当企业的管理者做出决策或者行动时其行为的结果对其利益相关者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社会责任的焦点是企业一系列的行为结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规范的方式

	Frederick, 1987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和哲学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1

	1990s：选择性主题

	Fombrun and
Shanley, 1990
	公司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考虑为公司的一种策略
	企业社会责任的策略

	Donaldson, 1990
	对于经营者“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一种道德原则，无须考虑商业行为
	管理工作理论

	Wood, 1991
	CSP包括商业组织在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反应过程、政策、方案以及可观察到的产出各自的特征所关系到的公司的社会关系
	改良CSP

	Carroll, 1991
	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应该努力去创造利益，遵守法律，有道德心，并作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重新回归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SR), 1992
	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应该尊重伦理价值观，尊重人民，社区和自然环境
	可持续性

	Jennings and
Zandbergen, 1995
	当涉及到一个公司中生态可持续组织的建立，体系在共识的成型中有重要的作用
	制度理论

	Frederick, 1992
	社会响应的动作导向的经营观念(企业社会责任2)，是建立在伦理和价值观上的道德元素（企业社会责任3）
	企业社会责任2, 企业社会责任3,

	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
	组织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团体都存在社会负责
	利益相关者方法

	Clarkson, 1995a
	企业责任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群体,而不是社会上作为一个整体,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转移为业务目标是最好的进行方式。
	利益相关者方法

	Jones, 1995
	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重复交易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公司被激励为诚实,值得信赖和道德
	制度理论

	Hart, 1995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组成通往持久胜利的资源或者能力
	基于观点的自然来源

	Elkington, 1998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责任
	三方概要Frederick, 1998

	Frederick, 1998
	公司社会信仰
	企业社会责任4

	Costin, 1999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公司对项目的基本预期,采取方法来保护公共健康、公共安全、和环境
	主动观察

	21世纪：从是什么到怎样做的转变

	Hemphill, 2004
	企业公民涉及到“四张颜面”，意味着经济，法律，道德和任意成分
	企业公民

	Matten and Crane,
2005
	企业公民描绘了企业在管理个人的公民权利时的作用
	企业公民

	Feddersen and
Gilligan, 2001
	积极分子和非政府组织在减少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不对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
组织的
激进主义

	McWilliams
and Siegel, 2001
	提出了在企业社会责任上供应/需求的视角，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的理想水平可能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决定的
	基于资源的角度

	Baron, 2001
	使用企业社会责任吸引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者是一种战略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提供了一种公益事业与他们的商业战略相结合。
	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

	Göbbels, 2002
	“责任” 应该被 “负责任”所取代，自从它对社会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将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会被企业社会责任性(CSA）这个术语所代替
	CSA企业社会责任性

	Prahalad and
Hammond, 2002
	商业策略是经济金字塔的基石
	策略的企业社会责任

	Smith, 2003
	规范的情况，寻找渴望做善事的动机，商业情况关注于被启蒙私利的概念，规范的情况提示的是“为什么”而商业的情况回答的是“怎么样”
	规范的商业案例

	Waldman et al,
2004
	企业的领导能力可以影响企业在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倾向。在智力导向型CEO运营下的公司相对于其他公司做出了更多的决策性的企业社会责任
	战略性领导能力

	Greenfield, 2004
	公司是一个法律构造，只有两个被法律赋予的职责：为拥有者创造利润，并遵守相关规定
	企业社会责任的狭义观点

	Halme and Lovio,
2004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责任
	文化的规模

	Hancock, 2005
Pettit, 2005
	企业通过其成员的主动行为承担了任何好人或公民的职责和义务，但是在企业范围视角上，他的目的是满足更大的社会期盼，来保护环境、发展社区,保护资源,和慈善捐赠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范例

	Lindfeldt and
Törnroos, 2006
	在公司层面，道德标准包括在资金，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上的问题
	可持续性发展

	Meehan et al, 2006
	三个元素是：道德和社会承诺，价值网络中的合作伙伴关系，长时间的行为的一致来建立信任
	3C-SR模型


	
（表格引自于王磊，2011）
[bookmark: _Toc447046226]2.3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社会规范和经营环境下，企业在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的同时，需要从企业长期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自觉、主动地采取符合社会目标和公众利益、适应社会与其变化的各种社会行动方案，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文库，2015）。世界永续发展委员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社区、社会生活品质。所以，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既有道德色彩又有法律色彩。
跨国公司在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应当顺应当地法律、政策和风土习俗的要求，更好的与本地特色相结合，走本地化道路。但是，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国际统一的行为准则，不能“本地化”。因此，国际性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不可只与当地的较低标准相一致，也不可降低自身的标准，而是应该执行国际最高标准，对当地社会乃至全世界负责。
跨国公司要承担最高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由在于：1）跨国公司是规模巨大的企业，大多属于寡头垄断者，占据行业领袖的有利地位，控制着世界巨大部分的技术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和贸易渠道，此外，跨国公司还具有所权、区位、内部化这三大优势 (聂洪涛，2009)。2）同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许多项目是在母国环境和劳工标准下不能生产的 ，通过投资跨国公司把环境和劳工问题直接转嫁给了东道国，因此跨国公司在自然环境、劳工等方面造成的影响理应对东道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3）另外，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其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以及这些国家给予跨国公司日益宽厚和自由的待遇，也要求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承担更多的责任。4）跨国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但能够有效地回报社会，给企业提供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而且能有效弥补企业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从而逐步使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得以协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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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7046228]3.1研究框架
此次研究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是如何履行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在履行过程中地区间的区别。 现象的研究也将通过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进行。报告内容分类可将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不同的维度。 
此文章的维度是以GRI为指导，GRI又名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成立于1997年，由美国非盈利环境经济组织CERES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起。GRI所提供的永续性报告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的最高标准，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9192家跨国公司应用了GRI纲领来编纂报告书。基于GRI指导方针，六个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环境、劳动实践、人权、社会以及产品责任。经济责任维度分为三个部分，进一步拓展到9个指标；环境责任维度可以解读为九个部分，分为24个指标；劳工责任维度解读为五个部分，分为14个指标；人权责任维度分七个部分，进一步划分到9个指标上；社会责任维度分为五个部分，进一步划分到8个指标上；产品责任维度分为5个部分，进一步划分到9个指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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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
材料
能源
水
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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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
劳工关系
职业健康和安全
培训与教育
多样性和公平的机会
社会责任
团体
贪污腐败
反竞争行为
承诺
人权责任
投资和采购实践
非歧视性
结社自由和集体本位
童工
强迫劳动
安全防范
 
安全预防
固有权利
产品责任
顾客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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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表示本研究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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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的目的需要，此次研究对象的设定为在近5年里既在全球又在中国官网内发布CSI报告的在华跨国企业。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对在华的前500家跨国企业进行反复搜索，又从研究对象的国别、丑闻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性等几个方面对跨国企业进行筛选，确定符合要求的跨国企业只有富士胶片、东芝、沃尔玛、强生这四家。
   研究数据来源于四家跨国企业从2010年至2015年的在全球和中国的CSI报告以及在这期间所曝光的丑闻。为得到完整真实的数据，研究组通过搜百度、谷歌等多个搜索的平台，对“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报告”、“丑闻”、“问题”等关键字眼进行反复搜索，多重检验确认共得到四家公司8份CSI报告和共计44条丑闻。
数据的分析基于GRI的指导方针，从经济、环境、劳动实践、人权、社会以及产品责任这六个维度进行研究。为提高数据分析的精确度，本次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的研究方法。依据G3框架和四家在华跨国企业的中国和全球的CSI报告内容，通过定量分析法将数据整理分析制成表格，记录跨国企业在每个社会责任维度中报告指标的缺失情况和报告内容的完整度。表格中企业CSI报告中没有涉及任何内容的指标记为0，每在指标中报告一项内容则加1。以此比较分析跨国企业在报告中缺失内容的指标是哪些，哪项是最为缺失的指标，在哪一方面又最愿意发声。依据四家跨国企业在近5年的出现的丑闻，并针对丑闻所涉及的报告内容进行对比，定性地对企业在CSI报告的完整性、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分析。考察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有无因地实行双重标准，有无违反承诺行为和有无存在丑闻曝光而在SCI报告中没有相关内容和解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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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报告整理，这些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并没有完全按照G3的标准，每家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缺失了部分经济指标。如下表所示， “来自政府的金融援助”， “市场占有率”，和“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 是缺失最多的三个指标。“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也只有强生在全球报告中提及了相关内容；另外“来自政府的金融援助”、“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在四家公司的中国与全球CSR报告中均未有所提及。
根据四家跨国公司经济责任报告的完整度来看，富士胶片中国完整度44%，全球56%，东芝中国67%，全球44%，强生中国67%，全球67%，沃尔玛中国67%，全球22%。可见强生在经济责任方面的完整度最高的。另外三家公司就经济内容存在中国和全球报告的差异，全球报表比中国报表更加完善。
当然，我们从表格丑闻数这一栏中可以看出，富士胶片、东芝与沃尔玛都存在经济丑闻，可是富士胶片与沃尔玛在CSR报表中并未就丑闻事件作出声明，或者有相关内容的报告。例如，中国沃尔玛在直接经济价值这一指标下，有涉嫌价格欺诈的丑闻，却仅仅只在这一指标内报告了其在华的133个城市开设了361家店，即未完善的报告正确内容，也未报告与丑闻有关的数据。
与此同时，中国沃尔玛也在供应商政策指标中存在国内外标准差异。中国沃尔玛曾被曝光出在生鲜采购上并不直接通过生产厂家而是通过中间商，导致检验出的禽畜肉存在“瘦肉精”的丑闻，然而美国的标准则是直接通过生产厂商。另外，中国沃尔玛CSR报告中供应商政策的内容则是“供应商应遵守当地法律，符合相关劳动，移民，卫生和安全”。沃尔玛显然在这一点上存在明显的言行不一。三家有丑闻的公司，仅有东芝集团在全球报告中对财务工作作出相应承诺，并完善了财务监督体制。















表4-1经济责任指标
	
	富士胶片     
	东芝
	沃尔玛
	强生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经济责任
	经济绩效
	直接经济价值
	0
	3
	1
	2
	2
	3
	2
	2

	
	
	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
	0
	0
	0
	0
	0
	0
	0
	1

	
	
	福利计划义务
	0
	1
	1
	5
	0
	0
	3
	5

	
	
	来自政府的金融援助
	0
	0
	0
	0
	0
	0
	0
	0

	
	市场绩效
	 市场占有率
	0
	0
	0
	0
	0
	0
	0
	0

	
	
	供应商政策
	1
	3
	2
	1
	6
	5
	1
	2

	
	
	本地雇用
	1
	0
	1
	1
	1
	0
	1
	0

	
	间接经济责任
	基础设施投资
	3
	1
	1
	0
	0
	0
	1
	1

	
	
	间接经济影响
	3
	3
	2
	0
	0
	0
	1
	2

	共计
	8
	11
	8
	9
	9
	8
	9
	13

	丑闻数
	2
	1
	3
	0


[bookmark: _Toc447046232]4.2劳工责任
通过对这四家跨国公司在劳工方面的研究分析发现，这些企业在履行劳工关系上并未完全按照G3标准实行，致使报告的内容不完善。如下表所示的“集体谈判”、“重大变化预先通知的最短期限”、“男性、女性的工资比率”是缺失最多的三个指标。四家公司仅有东芝集团在集体谈判上有所报告，重大变化的预先通知最短期限也仅有强生全球CSR报告中有所提及，然而这两项内容恰是反映劳工与管理部门关系的重要指标，而3家公司并未在此有所作为，极易导致员工对管理层的满意度下降。另外在平等机会上，男性、女性的工资比率也均在四家公司中未被提及。
根据跨国企业劳工责任方面的完整度来看，富士胶片中国71%，全球50%，东芝中国57%，全球44%，强生中国57%，全球71%，沃尔玛中国57%，全球43%。同时每家公司的中国与全球报告就劳工责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根据四家公司劳工责任的丑闻研究，东芝和沃尔玛都有丑闻曝光，但是他们的CSR报告里都没有涉及相关内容和解释。其中中国东芝在雇佣上存在不给暑假工、临时工签订合同，也不给暑假工发夜班补贴的现象，而在CSR报告中却声称东芝（中国）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100%；另外在平等机会方面，东芝美国被女职员起诉性别歧视，原因是东芝美国的男女职员并未做到同工同酬，并且女性担任的职位普遍较低，晋升机会多偏向男职员，东芝在全球任命的经理中，仅有3.4%为女性。而东芝全球CSR报告却未就劳工责任有基本的说明。
沃尔玛则被曝光出在美国130万员工中有61万享有医保，仅占全美员工的49%，其他员工只能自掏腰包缴纳医保费。但在沃尔玛全球CSR中，沃尔玛的说法却是给予员工健康保险，并详尽说明了沃尔玛在美、墨西哥等地的员工医疗保障。而而中国CSR中只报告了提供员工安全、健康工作环境的内容，并未提及医保的任何内容。
表4-2劳工责任指标
	
	富士胶片
	东芝
	沃尔玛
	强生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劳工责任
	雇佣
	总劳动人口的就业和合同类型及地区
	1
	1
	2
	0
	1
	2
	1
	1

	
	
	总员工离职年龄、性别、地区
	3
	5
	0
	0
	1
	1
	1
	4

	
	
	员工福利
	2
	1
	2
	0
	3
	3
	2
	2

	
	劳工与管理层关系
	集体谈判
	0
	0
	1
	1
	0
	0
	0
	0

	
	
	重大变化预先通知的最短期限
	0
	0
	0
	0
	0
	0
	0
	1

	
	职业健康与安全
	健康社会
	6
	0
	1
	0
	2
	1
	0
	1

	
	
	受伤率、缺席率
	3
	2
	0
	0
	0
	0
	0
	1

	
	
	疾病协助方案
	2
	0
	1
	0
	0
	0
	3
	2

	
	
	协议中的健康主题
	1
	1
	1
	0
	1
	1
	4
	4

	
	培训与教育
	培训时间
	1
	0
	1
	0
	0
	0
	1
	0

	
	
	技能项目
	2
	3
	1
	0
	1
	2
	3
	3

	
	
	职业发展
	0
	0
	0
	0
	1
	0
	1
	1

	
	多样化和平等机会
	治理破裂
	1
	1
	0
	0
	3
	0
	0
	0

	
	
	男性、女性工资比例
	0
	0
	0
	0
	0
	0
	0
	0

	     共计
	22
	14
	10
	1
	13
	10
	16
	20

	丑闻数
	0
	2
	1
	0


[bookmark: _Toc447046233]4.3环境责任
在这四家跨国公司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上并未完全按照G3标准实行，致使报告的内容不完善。如下表所示，“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受作业影响的物种”，“水源受取水的影响”，“重大溢油总量”，“危险废物的国际运输”，“间接能源消耗”是缺失最多的六个指标。在生物多样性的五个指标内，四家公司在中国仅沃尔玛对栖息地保护有作相关内容的报告；四家公司的中国CSR对总用水量、全球CSR对水源受取水的影响、间接能源消耗均未有丝毫提及。这不仅反映了跨国公司在环境方面的报告内容不完善，没有按照G3标准，同时也反映了这些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上还存在诸多不足。
根据在环境方面的24个指标来看，四家跨国公司中国经济责任报告的完整度分别为，富士胶片中国50%，全球79%，东芝中国21%，全球21%，强生中国13%，全球46%，沃尔玛中国46%，全球58%。同时每家公司的中国与全球报告就环境责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每家公司都表现出更愿意在全球报告上对环境责任发声。
根据四家公司劳工责任的丑闻研究，富士和强生都有丑闻曝光，但是他们的CSR报告里都没有涉及相关内容和解释。强生被曝光出含有塑料为主成分的护肤产品，这种成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美国日前已立法明令禁止使用微珠，中国目前尚未出台。强生针对这次丑闻并未作出任何声明，在CSR报告中也只字未提。富士胶片也曾被报道出中国与国外在二氧化碳排放上存在差异，但是富士胶片与强生的不同在于，对此次丑闻作出积极的回应，加强了在中国的环保意识，根据中国的环境问题改善生产设备，承担起更多跨国公司应有的环境责任。










表4-3环境责任指标
	
	富士胶片
	东芝
	沃尔玛
	强生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环境责任
	材料
	材料使用
	5
	6
	0
	1
	2
	2
	0
	0

	
	
	使用材料被回收的百分率
	0
	1
	0
	1
	1
	1
	0
	1

	
	产品与服务
	减轻环境影响措施
	3
	3
	0
	0
	4
	3
	0
	2

	
	
	使用回收的产品和包装的百分比
	1
	1
	0
	3
	0
	1
	0
	1

	
	生物多样性
	生物栖息地
	0
	1
	0
	1
	0
	0
	0
	0

	
	
	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影响
	0
	0
	0
	1
	0
	0
	0
	1

	
	
	栖息地的保护
	0
	3
	0
	0
	1
	1
	0
	0

	
	
	对于管理生物多样性的计划
	0
	3
	0
	3
	0
	0
	0
	2

	
	
	受作业影响的物种
	0
	1
	0
	1
	0
	0
	0
	0

	
	运输
	运输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1
	4
	2
	1
	1
	1
	0
	1

	
	水
	总用水量
	0
	1
	0
	1
	0
	0
	0
	1

	
	
	水源受取水的影响
	0
	0
	0
	0
	0
	1
	0
	0

	
	
	水循环利用率和重复利用率
	2
	1
	0
	2
	1
	1
	0
	0

	
	废水废气和废物的排放
	总温室气体的排放
	1
	1
	1
	1
	0
	1
	0
	0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
	2
	4
	5
	3
	2
	1
	1
	1

	
	
	破坏臭氧的物质排放
	0
	4
	1
	3
	0
	0
	0
	0

	
	
	总废物排放
	3
	1
	0
	2
	1
	0
	2
	2

	
	
	重大溢油总量
	0
	0
	0
	0
	0
	0
	0
	0

	
	
	危险废物的国际运输
	0
	0
	0
	0
	0
	0
	0
	0

	
	能源
	直接能源消耗
	3
	4
	0
	2
	1
	1
	0
	0

	
	
	间接能源消耗
	0
	0
	0
	0
	0
	0
	0
	0

	
	
	有保护和提高效率而节省的能源
	2
	4
	6
	2
	1
	2
	1
	1

	
	承诺
	对违反环境法的罚款和制裁/承诺
	3
	4
	0
	0
	0
	1
	0
	1

	
	全部
	总的环境投资和支出
	1
	1
	0
	0
	1
	1
	0
	0

	共计
	27
	48
	15
	28
	16
	18
	4
	14

	丑闻数
	1
	0
	0
	1


[bookmark: _Toc447046234]4.4人权责任
这四家跨国公司在履行人权方面没有符合G3的标准，报告内容均不完善，在部分人权方面的指标上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如下表所示，“违反行为”是这些公司普遍缺失的一项指标。富士胶片忽视了在中国的“人权尊重的基本体制与培训”、“童工和强制劳动”方面的内容；东芝报告未提及“自由结社、童工、强制劳动”方面的内容；沃尔玛忽视了“人权体制”、“人权和安全培训”的内容；强生缺少在中国“人权和安全培训”、“自由结社”上的承诺和行动。
根据G3在人权方面的9个衡量维度来看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报告完整度，富士胶片为44%，沃尔玛东芝和强生都为56%，可见富士胶片在人权报告的完整度上最为欠缺。而全球报告的完整度分别为富士89%，东芝44%，沃尔玛56%，强生100%，可见在人权方面全球的报告一般比中国的内容详尽。总体从表中也可见这些企业普遍愿意在人权的协定和反歧视行为上发声，而对在违反人权的行为上不愿纰漏自己的不足。
根据这些跨国企业在人权责任的丑闻研究，沃尔玛和强生都有丑闻的曝光，但是在它的CSR报告中并没有相关内容和解释。沃尔玛承诺聘雇条款和条件皆应基于个人的工作能力；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迫劳动，而事实上沃尔玛沃尔玛的行为与其承诺相违背。09年沃尔玛通过在中国“优化分流计划”，变相地对员工进行降职降薪；随意加长员工的工作时间，不按劳动规定放假。强生在安全责任方面的重大事故，违反了强生的提供安全、清洁的工作环境，保障健康的承诺，但是强生优在在报告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在这些企业人权的责任履行上，富士胶片与东芝在行为上履行得较好，在近几年并没有发现其违反人权的行为。





表4-4人权责任指标
	
	富士胶片
	东芝
	  沃尔玛
	  强生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人权责任
	投资与采购实践
	人权协定
	2
	3
	2
	2
	1
	3
	2
	3

	
	
	人权尊重的基本体制
	0
	1
	2
	1
	0
	0
	4
	9

	
	
	关于人权的员工培训
	0
	1
	2
	3
	0
	0
	0
	1

	
	反歧视行为
	歧视性行为
	1
	2
	2
	2
	2
	2
	3
	1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
	自由结社
	1
	1
	0
	0
	1
	2
	0
	2

	
	童工
	消除童工措施
	0
	1
	0
	0
	1
	3
	1
	1

	
	强迫和强制劳动
	消除、强迫劳动的行为
	0
	1
	0
	0
	3
	3
	1
	1

	
	安全实务
	安全培训
	3
	1
	1
	0
	0
	0
	0
	3

	
	固有权利
	违反行为
	0
	0
	0
	0
	0
	0
	0
	0

	          共计
	7
	12
	9
	8
	8
	13
	11
	21

	         丑闻数
	0
	0
	2
	3


[bookmark: _Toc447046235]4.5社会责任
这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并没有完全按照G3标准实行，报告中均出现社会责任指标缺失的情况。如下表所示，“反竞争行为”和“贿赂”是最为缺失的两个指标。可见企业在履行其社会责任重点关注在社会团体的公益事业上，而社会责任的其他几个方面或多或少都有缺失承诺的情况，特别在社会责任中的反腐败贿赂、反不正当竞争和遵守法律法规方面都存缺少内容上的承诺。
根据G3在社会责任方面的6个维度来看跨国企业报告完整度，富士胶片在中国的报告完整度中国为44%，全球为33%；东芝中国为67%，全球为50%；强生中国为50%，全球为67%；沃尔玛中国为33%，全球为17%。可见这四家跨国企业在社会责任的内容缺失较为严重，其中富士胶片和沃尔玛缺失的内容最多。
根据G3对跨国企业在丑闻的研究发现东芝和强生均有社会问题的曝光，但是在报告中并没有做出相关的内容和解释。其中东芝和强生在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相对较差，出现的问题事件较多。东芝在制定《反垄断指南》，鼓励自由、公平的竞争下，仍在京东商城虚假宣传，发生“智能电视案”，遭到众多消费者的投诉。更被爆出“财务丑闻案件”、“库存估值事件”和与爱国者之间的“知识产权案”。而强生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却在其行为上却操纵镜片销售价格，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又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双规”，被疑卷入在华行贿案。
表4-5社会责任指标
	
	富士胶片
	    东芝
	   沃尔玛
	     强生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社会责任
	社会团体

	评估和管理社会团体对社会的影响

	
0
	
8
	
0
	
5
	
4
	
3
	
4
	
2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行为
	4
	0
	5
	0
	1
	0
	2
	3

	
	
	政治贡献
	0
	0
	4
	2
	0
	0
	1
	0

	
	反竞争行为
	反竞争、垄断的法律行为
	0
	0
	2
	1
	0
	0
	0
	1

	
	贿赂
	反腐败培训风险分析
	3
	2
	2
	0
	0
	0
	0
	2


	
	
	对违反法律行为的制裁
	0
	0
	0
	0
	0
	0
	0
	0

	          共计
	
7
	
10
	
13
	
8
	
5
	
3
	
7
	
8

	[bookmark: _GoBack]          丑闻数
	1
	4
	2
	3


[bookmark: _Toc447046236]4.6产品责任
这些跨国企业在产品责任方面责任的履行没有完全按照G3的标准，致使一些报告内容的缺失。如下表所示，履行产品责任的时企业普遍愿意将精力放在顾客的健康与安全和产品的服务和跟踪方面，但又对这两项中的安全监管违规事件和信息监管违规事件的纰漏上不愿发声。而在市场宣传和承诺违反产品质量法的内容四家跨国企业也一致在报告中没有过多的提及。
   通过G3在产品责任的9个维度看报告的完整度，富士胶片中国报告完整度50%，全球50%，东芝中国56%，全球22%，强生中国22%，全球56%，沃尔玛中国44%，全球33%。可见跨国企业在产品责任方面的报告完整度普遍不高。在报告内容缺失的同时，跨国企业有出现因地实行双重标准。东芝就被爆使用了intel公司PⅡ芯片的笔记本电脑出现问题对美国顾客实行赔偿而在中国却并未赔偿，实行了差别的服务态度。强生被指在全球实行双重标准——含有二恶烷以及季铵盐额产品的销售上，在英国、日本等8国是“明令禁用”，而在美国、中国等5国是“允许添加”。
  通过四家跨国公司在产品方面的丑闻研究，近几年均有丑闻的曝光，但是在他们的CSR报告中并没有相关的内容和对其做出相应的解释。富士被爆存在安全隐患的FUJIFILM FINEPIX Z30产品；“画皮版胶片事件”，“核污染胶卷事件”；强生旗下杨森公司的“欺骗性营销抗精神病药物事件”，“降价占领市场，排挤对手”的丑闻。这些事件的发生显然是没有履行好产品方面的责任，没有做到诚信经营，欺骗消费者，但是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跨国企业竟没有在这些方面有所承诺，显然是在推脱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四家跨国企业在产品质量安全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标准和监督体系，有意识去提高产品的质量维护顾客的安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可见企业产品责任当面的丑闻恰巧也是集中在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这一方面。富士的“相机噪点问题事件”，“颜色门”， “核污染胶卷事件”，这与富士所承诺的“合规经营”相违背；沃尔玛实行360食品安全体系和供应链的考核制度，但是销售假冒“绿色猪肉”事件，擅改保质期事件，销售过期食品等丑闻的频频爆出，无疑给沃尔玛一记响亮的耳光；东芝一方面承诺执行所在国相关的安全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又因笔记本质量缺陷被中央电视台曝光；而强生的“致癌事件”，“掉色美瞳”，“婴幼儿布洛芬召回事件”使其多次上中国质检总局的黑榜之中。











表4-6产品责任指标
	
	富士胶片
	东芝
	沃尔玛
	强生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中国
	全球

	






产品责任
	顾客的健康和安全
	产品安全评价
	0
	1
	4
	4
	2
	3
	5
	3

	
	
	安全监管违规事件
	0
	0
	2
	3
	1
	0
	0
	0

	
	客户隐私
	客户隐私投诉
	1
	0
	1
	0
	0
	0
	0
	0

	
	市场宣传
	营销沟通方案
	1
	0
	0
	0
	0
	0
	0
	0

	
	
	营销违规事件
	0
	0
	0
	0
	0
	0
	0
	0

	
	产品和服务跟踪
	按程序要求的产品信息
	0
	1
	2
	0
	1
	1
	o
	1

	
	
	信息监管违规事件
	0
	0
	0
	0
	0
	0
	3
	2

	
	
	客户满意度
	4
	7
	1
	0
	3
	3
	0
	1

	
	承诺
	违反产品质量法的罚款
	0
	0
	0
	0
	0
	0
	0
	1

	共计
	6
	9
	10
	7
	7
	7
	8
	8

	
	丑闻数
	6
	3
	3
	6


[bookmark: _Toc447046237]第五章 研究结论
G3标准下的六个责任维度都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因素是跨国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良好的劳工关系能促使企业达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利益；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和提供产品、服务的消费必然会引起相关环境问题，同时因其控制着丰富的资源与财富理应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作为企业运营的“底层建筑”，良好的人权表现会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成为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产品是企业的生命，企业要良性发展也必须承担产品责任。然而经过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定位找到的四家跨国公司，并对其全球与中国CSR报告进行研究分析，发现了三大问题，1：跨国公司的CSR报告并没有完全遵守G3的标准，六个责任维度的指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2：中国与别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双重标准，3：在媒体平台曝光的丑闻，并没有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与中国CSR报告上有所提及。
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责任，跨国企业作为国际性企业不仅是企业的领头羊也是“道德人”，更应该以道德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而不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意识的缺失，有意识的选择性掩盖，更应该按照遵守的标准进行全面详实的报告，实事求是，对没有报告的指标做出解释，不该在报告中粉饰自己，规避丑闻。而且根据我们在理论部分的研究，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应对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因此，本文发现的双重标准现象更要对跨国公司提出警醒。
同时本文认为，跨国公司对媒体平台曝光的丑闻视而不见，在CSR报告上不做任何解释使企业的CSR报告毫无可信度，建议增加第三方监督，在跨国公司正式发布CSR报告前对报告实行公众信息测评，企业就公众的信息反馈内容对报告进行更改，如若存在丑闻反馈则需在报告中对丑闻事件进行说明，以此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提高约束力。
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在于通过改进自身行为来促进整体社会的进步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构建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实际上企业最终获得的利益与其道德标准是相关的，在此我们呼吁各企业要严格按照GRI提供的规范性框架的标准，做好企业带头作用，因为只有当国际化企业统一的达到相同标准时，才能真正为社会带来福祉。也才能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加入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列。
研究的进行一般应建立在对大量数据的分析之上，以提高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在此次的研究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因研究对象数量不足而导致数据数量偏少的问题。但是依据我们的研究目的要求，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必须满足是在全球和中国的官网上均有发布CSI报告的在华跨国企业。且依据企业的丑闻、影响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在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平台反复搜索发现仅有富士胶片、东芝、沃尔玛、强生这四家跨国企业符合要求。这四家跨国企业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上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故在此次的研究中，因对研究对象的要求而是数据数量上的不足对于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可被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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